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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利用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 ７５２ 户农户调研数据，构建农地转出行为的微观经济模型，

运用 Ｄｏｕｂｌｅ Ｈｕｒｄｌｅ 模型分析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和转出规模两个阶段的影响因素，在测算农户生计能

力五个维度各指标组合权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农户农地转出决策、转出规模对其生计能力的影

响。 结果表明：显著影响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和转出规模的因素具有一定的差异。 农业生产能力、土

地投资意愿、农地流转价格了解程度、谈判时间、有无固定期限合约、流转纠纷和地区虚拟变量显著

影响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农业生产能力、土地投资意愿、谈判时间、流转纠纷和地区虚拟变量显著影

响农户农地转出规模。 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对农户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农户农

地转出规模对农户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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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就业部门转移。 劳动力的大

量转移缓解了农业生产“人多地少”的矛盾，但也激发了对土地资源重新配置的需求 ［１］ 。 在现

行家庭承包经营制长久不变的前提下，农地流转无疑是实现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农村

经济发展的制度关键与必然选择，也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经之路 ［２－３］ 。 尽管中央一

号文件多次提出鼓励农村土地流转，各级政府也相继颁布了规范农地流转的有关政策法规，但
各地的农地流转市场活力不足现象依然存在，中国农地流转市场陷入一种“低水平波动”的发

展状态 ［４］ 。 从逻辑上讲，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流转政策时默认流转可以提高农户的收益、优化土

地的配置效率，但游和远等 ［５］ 发现，农地流转在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可能会对农户的健康、社会

保障和社会联系等产生负向影响。 从近 １０ 年的观察来看，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农地流转已经形

成一定规模，但受制于制度、政策等外生因素以及农户家庭和资源禀赋、农地流转行为特征等内

生因素的作用，农户农地流转仍处于以自发为主、小规模、分散化为特征的初级阶段。 当前，农
地资源仍然是贫困地区农户赖以生存的生计资本，农地转出意味着农地的风险缓冲功能丧失，
对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计能力将产生直接的影响。 那么，围绕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农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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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生计等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不仅有助于分析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诱因，而且有助于较好

地解释农地转出户的可持续生计问题，在“精准识别、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下，可以为决策者

提供“精准施策”的依据。
农地流转既体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反映了实践中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

诉求，并引发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广泛热议与深入研讨。 关于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的划分

归结起来可以分为家庭和就业特征、产权安全性、交易成本、社会资本等四个方面 ［６－１１］ 。 整体而

言，现有的文献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诱因，但其主要关注外生制度、市场和内

生的家庭特征等因素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１］ ，忽视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能力的影响研

究，而深入考察农户生计能力的最好办法是分析农户农地流转后的生计资本 ［１２］ 。 与已有文献

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及其对生计能力的影响纳入统一框架进行分

析，在构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微观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生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博

弈论的组合赋权法综合测算生计能力各维度指标的权重，研究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及对其生计能

力的影响。

二、理论框架

（一）农户农地流转诱因分析

农地流转本质上是农村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本质是农户由生存

理性、风险理性向经济理性转变的过程 ［１３］ ，旨在通过对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调整，使要

素资源配置趋向经济理性，实现风险最小化，效用最大化。 尽管学术界进行了诸多研究，但似乎

不能完全解释当前农地流转困局形成的根本原因，从中国各地农地流转的实践结果来看，农地

流转的发展情况堪忧。
２００８ 年以来，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各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农地的规模化流

转 ［１４］ 。 规模化的农地流转主要取决于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而有效的农地供给是以农业劳动

力转移为前提 ［１５］ 。 假设农户的收益包含农业收益、非农收益和农地租金三方面，作为“理性

人” ，当非农收益和农地租金之和超过农业收益时，农户会选择转出农地 ［１６］ ，并将非农就业作为

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当农地经营获得的收益超过农地经营机会成本与租金之和，农户会通

过农地流转市场转入部分农地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的总效益 ［１７］ 。 也就是说，农
地资源通常由农业生产能力低的农户流向生产能力高的农户 ［１８］ 。 农户作为农地流转行为的主

要参与者，农地流转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户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的提高对农地转

出决策和转出规模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１９］ 。 由于土地产权的不完善，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息

不均衡分布制约了市场机制功能的发挥 ［２０］ 。 已有研究表明，交易成本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起

着“调节”作用，随着交易成本的增加，农户农地转出概率、转出规模相应降低 ［１１］ 。 此外，农户农

地流转行为还受到区域发展特征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空间异质性 ［２１］ 。
（二）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能力的影响机理

现有关于农户生计研究的文献，多使用生计资本反映农户的资源禀赋特征，将此作为研究

生计策略的基础 ［２２］ ，但缺乏使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定量分析农户生计能力的研究 ［１２］ 。 从理论和

实践的角度可以发现，农地流转作为影响农户生存发展的外生力量，必定会对农户的生计系统

产生冲击，导致农户的生计能力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是长期且复杂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持

久性。 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从生计资本的角度分析农地转出户生计能力的变化，农户农

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能力的影响机理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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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农地转出户可持续生计框架图

对于农户来说，转出农地意味着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均会发生相应的变

化，大部分农户在农地转出后会选择兼业型、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来优化劳动力配置、调整就业

结构，但由于职业技能的缺失，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只能通过压缩消费成本、增加高强度的体力劳

动等方法实现收入的增加，这部分劳动力将面临工伤、职业病等风险冲击的概率增大，对自身的

健康造成巨大的潜在威胁，最终对农户的人力资本产生影响。 伴随资源配置、就业结构等改变，
农户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说，农户农地流转行为通过对农

户农地禀赋、非农就业等方面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对农户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

资本和社会资本产生影响。

三、模型设定

（一）Ｄｏｕｂｌｅ Ｈｕｒｄｌｅ 模型

通过理论分析可知，农户农地转出行为是农户是否转出农地和农地转出规模两个阶段决策

的有机结合：第一阶段为农户是否转出农地，第二阶段为农地转出规模，只有当农户转出农地时

才能观测到转出规模。 其中，前者为二值选择，若农户转出农地则取值为 １，若农户未转出农地

则取值为 ０；后者的观测值是以零值为截断点的截断数据，因此可以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 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ｄ
模型组合的 Ｄｏｕｂｌｅ Ｈｕｒｄｌｅ 模型进行估计 ［２３－２４］ 。 在借鉴已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本文构建集中

连片特困区农地转出户农地转出行为的 Ｄｏｕｂｌｅ Ｈｕｒｄｌｅ 模型。
首先，建立农户农地转出决策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Ｚ∗
ｉ ＝ αＸ１ｉ＋μ ｉ 　 μ ｉ ～ Ｎ（０，１）

Ｚ ｉ ＝
１，Ｚ∗

ｉ ＞０

０，Ｚ∗
ｉ ≤０{ 　 ｉ＝ １，２，…，ｎ （１）

其次，如果农户转出农地（即 Ｚ ｉ ＝ １） ，则构建农户农地转出规模选择的 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ｄ 回归模型，
农户农地转出规模（Ｙ ｉ＞０） ，即：

Ｙ∗
ｉ ＝ βＸ２ｉ＋ｖ ｉ 　 ｖ ｉ ～ Ｎ（０，σ２） （２）

将式（１）和式（２）结合，即构成 Ｄｏｕｂｌｅ Ｈｕｒｄｌｅ 模型：
Ｙ ｉ ＝ Ｙ∗

ｉ ，如果 Ｚ∗
ｉ ＞０，且 Ｚ ｉ ＝ １

Ｙ ｉ ＝ ０，如果 Ｚ∗
ｉ ≤０{ （３）

其中，（１）—（３）式中，Ｘ１ｉ、Ｘ２ｉ表示解释变量向量，α、β 表示回归系数向量，ｎ 表示样本数，
μ ｉ、ｖ ｉ 表示残差项。 Ｚ∗

ｉ 表示农户农地转出决策选择的潜在指示变量，不能被直接观测，当 Ｚ∗
ｉ ＞０

时，Ｚ ｉ ＝ １ 表示农户转出农地，反之则表示未转出农地；Ｙ∗
ｉ 表示农地转出规模的指示变量，Ｙ ｉ 表

示第 ｉ 个农户转出农地的规模，当且仅当 Ｚ∗
ｉ ＞０ 且 Ｚ ｉ ＝ １ 时，Ｙ ｉ ＝ Ｙ∗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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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博弈论的组合权重模型

指标权重的测算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这两类，前者主要指人们根据对评价

指标的重视程度来确定权重，后者则是根据原始信息量的大小来判断相应的权重。 主客观赋权

均具有各自的优缺点 ［２５］ ，前者可以较好地反映决策者的意向，但主观性太强；后者依托完备的

数理理论和方法，从客观数据出发，但忽视了真实状况。
基于博弈论的组合赋权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利用博弈论在主、客观权重之间寻求一致性和

妥协，即最小化主、客观权重之间的偏差，从而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为提高生计资本指标赋

权的科学性，本文分别选取德尔菲法（专家打分＋经典文献）与熵值法作为主观权重和客观权重

的代表方法计算指标权重，在阅读经典文献与吸收资深专家的理论和经验基础上，结合熵值法

这一客观赋权法判断各指标的权重（由于文章篇幅问题，将德尔菲法和熵值法的计算过程省

略） ，将基于德尔菲法的主观赋权法所得的权重向量记为 ｕ１，基于熵值法的客观赋权法所得的

权重向量记为 ｕ２，构建基于博弈论的组合赋权模型（如式 ４—８ 所示） ，分别测算农户生计资本

五个维度各指标的权重。 其中，主观权重向量 ｕ１和客观权重向量 ｕ２的可能权重组合可表示为：

Ｕ ＝∑
２

ｋ＝ １
αｋｕＴ

ｋ 　 （αｋ＞０） （４）

式（４）中，α ｋ 为线性组合系数（ ｋ ＝ １，２）
借鉴博弈论的思想，在主观权重和客观权重之间寻找到一个最佳的权重 ｕ，使得 ｕ 与 ｕ１、ｕ２

的离差极小化，可得到最优目标函数：

ｍｉｎ ∑
２

ｋ＝ １
αｋ×ｕＴ

ｋ －ｕＴ
ｉ ２ 　 （ ｉ＝ １，２） （５）

根据矩阵的微分性质，可知式（５）的最优一阶导数条件为：

∑
２

ｋ＝ １
αｋ×ｕ ｉ×ｕＴ

ｋ ＝ ｕ ｉ×ｕＴ
ｉ 　 （ ｉ＝ １，２） （６）

式（６）对应的方程组为：
ｕ１×ｕＴ

１ 　 ｕ１×ｕＴ
２

ｕ２×ｕＴ
１ 　 ｕ２×ｕＴ

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α１

α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ｕ１×ｕＴ
１

ｕ２×ｕＴ
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ｉ＝ １，２） （７）

根据上式（７）可以求得（α１，α２） 。 利用 α∗
ｋ ＝ α ｋ ／ ∑

２

ｋ＝ １
α ｋ 对（ α１，α２）进行归一化处理，可得到

各指标的最终组合权重，如表 １ 所示。

ｕ∗ ＝∑
２

ｋ＝ １
α∗

ｋ ·ｕＴ
ｋ （８）

表 １　 指标赋值及权重

指标 变量 赋值 专家＋文献 熵值 组合赋权

人力资本 家 庭 整 体 劳 动

能力

婴幼儿及上小学的孩子、残疾人及不能劳作的老年人

＝ ０；上初中的孩子 ＝ ０．３；上高中的孩子 ＝ ０．６；只能从

事部分劳作的老年人 ＝ ０．５；成年劳动力 ＝ １

０．５０００ ０．３２７５ ０．４９３１

非农就业占比 非农就业 ６ 个月及以上的劳动力占家庭劳动力的

比重

０．２５００ ０．３４０７ ０．２５３６

受教育程度 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的平均值，其中单个成员受教育

程度的赋值情况为：未上学 ＝ １；小学 ＝ ２；初中 ＝ ３；高

中 ／ 中专 ＝ ４；大专及以上 ＝ ５

０．２５００ ０．３３１８ ０．２５３３

自然资本 农地面积 农户分得农地面积的实际值（亩） ０．４０００ ０．３０４０ ０．３７９９

实际耕种面积 实际耕种农地面积的实际值（亩） ０．２０００ ０．２７５３ ０．２１５８

有效灌溉度 农户经营农地的灌溉度 ０．２０００ ０．１４０７ ０．１８７５

农地质量 农户经营农地的平均质量 ０．２０００ ０．２８００ ０．２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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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指标 变量 赋值 专家＋文献 熵值 组合赋权

物质资本 房屋价值 结合农户房屋构造、结构、建造时的花费、使用年限等

折算成人民币的现值（元）

０．５０００ ０．４８７５ ０．４９０４

农业机械价值 结合家庭拥有的拖拉机（手扶车、三轮车） 、农用机械

（水泵、柴油机、插秧机、收割机、播种机、脱粒机、微

耕机、旋耕机等）等折算成人民币的现值（元）

０．３０００ ０．０７３５ ０．１２５６

耕牛（驴）价值 结合家庭拥有的耕牛（驴） 的数量、使用年限等折算

成人民币的现值（元）

０．２０００ ０．４３９ ０．３８４０

金融资本 人均年收入 家庭成员人均年收入（元） ０．４０００ ０．３８０１ ０．３８２３

正 规 渠 道 贷 款

金额

近 ５ 年来，从银行、信用社等正规机构贷款金额（元） ０．２０００ ０．１０９１ ０．１１９１

非正规渠道贷款

金额

近 ５ 年来，从亲戚、朋友、邻居或高利贷等非正规机构

贷款金额（元）

０．２０００ ０．１５０７ ０．１５６１

可筹措资金情况 遇到困难需要借钱，可以借钱的人数（人） ０．２０００ ０．３６０１ ０．３４２５

社会资本 公 共 事 务 参 与

情况

从不 ＝ １；偶尔 ＝ ２；一般 ＝ ３；经常 ＝ ４ ０．２０００ ０．１８６５ ０．１８７３

拜年网 过年要拜访的亲戚朋友（户） ０．３０００ ０．３５２９ ０．３４９７

人情消费 红白喜事礼金（元） ０．３０００ ０．２４３３ ０．２４６７

家 庭 年 交 通 通

讯费

实际支出的交通通讯费（元） ０．２０００ ０．２１７３ ０．２１６３

　 　 注：本文中生计资本各维度对应的变量均采用归一化处理。

（三）ＯＬＳ 模型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研究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能力提供了一种新视角，通过该分析框架研

究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农地转出户生计能力的变化情况。 本文在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等 ［２６］ 关于生计定义的

基础上，参照丁士军等 ［１３］ 的研究从生计资本水平的角度分析农地转出行为对转出户生计能力

的影响。 假设农户农地转出行为 ｙ（包含农户转出决策和转出规模） ，农户生计能力为 ｆ ｊ（ ｊ ＝ １ 表

示转出户的人力资本；ｊ＝ ２ 表示转出户的自然资本； ｊ ＝ ３ 表示转出户的物质资本； ｊ ＝ ４ 表示转出

户的金融资本；ｊ＝ ５ 表示转出户的社会资本） ，那么转出户的生计能力回归方程可表示为：
ｆ ｊ ＝ αｙ＋γ （９）

式（９）中，α 表示待估计参数，γ 表示残差项。

四、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在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开展的农户

入户调查，为确保调研样本具有代表性，本次调研按照分层抽样的准则，依据概率与规模成比例

的抽样方法选择一级样本单位，抽取甘肃的陇西县、甘谷县和麦积区，宁夏的彭阳县和原州区。
农户抽样方法为，先在样本县根据乡镇的经济发展状况分层随机抽取 ２ ～ ４ 个乡镇，每个乡镇分

别抽取 ３ ～ ５ 个样本村，然后每个样本村根据农户的异质性分层随机抽取 １０ ～ ２０ 户农户进行调

查，采用面对面的问卷调查法。 本次调研共发放 ８３０ 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８２５ 份。 在问卷录

入、生成数据库后，课题组对数据进行了逻辑检查和区间检查，经过整理，删除含有缺失值的问

卷后，共获得 ８２０ 个有效样本。 其中，转入农地的农户 ３１ 户，既转入又转出的农户 ３７ 户，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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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选取转出和未流转的 ７５２ 户农户作为研究对象。
（二）变量选择与描述性分析

１． 农地转出变量。 农地转出变量是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被解释变量，包括农户转出决策和

转出规模。 农户转出决策是指农户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间是否转出农地；农地规模采用农户农地

转出率表示，用来衡量农户农地转出的相对规模。
２． 户主及家庭特征变量。 户主及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户主的文化程度和家庭结构。 文化程

度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具有不确定性：文化程度高的农户更有可能获得非农就业机会，从而转

出农地，但文化程度高的农户也更容易获得新技术，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业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

性高，从而不转出土地；在农户家庭结构由青年向老年过渡的过程中，农户的务农经验增长，更
倾向于自己耕种土地，但当家庭结构达到某一程度后，农户的体能、精力衰退，只能选择通过流

转这一方式将土地转出去。
３． 农业生产能力变量。 用种植业收入比重来表示，按照金松青等 ［２７］ 的定义，农户产出是关

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农业生产能力的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 生产函数，农户产出与农业生产能力呈

正相关，因此本文选择种植业收入表示农户农业生产能力。 一般来说，农业生产能力高的农户

倾向于自己耕种土地，转出农地的可能性较低。
４． 农户认知变量。 农户认知变量包括是否了解农地流转政策、是否确权颁证和土地投资意

愿。 是否了解农地流转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具有不确定性，了解农地流转的农户可能为了实现

土地资源的规模利用而选择将土地转出给种粮大户或其他经营组织，但也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

选择不参与土地流转。 确权颁证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确权颁证提高了农

户的产权安全性，降低了农户转出土地的风险，可能促进农户转出土地；另一方面确权颁证增强

了农户的土地财产权利，使农户拥有较高的禀赋效应，而这可能抑制农户转出土地 ［１２］ 。 愿意对

土地进行长期投资，意味着农户寄希望于通过改善土地经营结构增加家庭收入，这部分农户倾

向于不转出土地。
５． 交易成本变量。 交易成本变量包括农地流转价格了解程度、谈判时间、有无固定期限合

约和流转纠纷。 一般来说，农地流转价格了解程度高、谈判时间长的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面

临的交易成本较高，这部分农户不倾向于转出农地。 有固定期限的合约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在
农地流转合约执行过程中，有固定期限合约的农户面临的契约的执行成本较低，这部分农户倾

向于转出农地。 考虑到农地流转纠纷处理将产生大量的交易成本，认为农地流转会产生纠纷的

农户一般不倾向于转出农地。
６． 其他变量。 其他变量包括所在村庄发展潜力、村庄交通状况和地区虚拟变量。 分别采用

距离县城的距离和所在村庄距离高速公路的距离来衡量村庄发展潜力和村庄交通状况，一般来

说，发展潜力高、交通状况好、经济发展快的地区，土地增值空间大，农户倾向于不转出土地。
７． 工具变量。 在农业生产能力对农户农地转出决策的分析中，有理由怀疑种植业收入比重

和农户农地转出决策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因此需要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 本文选取“劳动力

占比”作为农户农业生产能力的工具变量，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力占比与种植业收入比重并不具

有明显的联系，同时也不受农地转出决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力占比与农地转出决策

间存在紧密联系。
８． 生计能力变量。 生计能力变量是指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对生计能力影响的被解释变量，包

括了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２ 所示，从表 ２ 可以看出：（１）集中连片特困区农地转出发生率

为 ５１．９９％，转出户中农地转出率均值为 ５６．３５％；（２）农户的家庭结构主要以中年、中老年型结

构为主；（３）仅有 ２４．７３％的农户对农地流转政策有所了解，２８．１９％的农户拿到土地使用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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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在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最高，而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最低。
表 ２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农户农地转出行为

　 是否转出土地 未转出 ＝ ０；转出 ＝ １ ０．５１９９ ０．４９９３

　 转出率 农地转出率 ＝转出面积 ／ 基期农地面积（本文将 ２０１０ 年定为基期） ０．５６３５ ０．２７５７

户主及家庭特征

　 户主文化程度 未上学 ＝ １；小学 ＝ ２；初中 ＝ ３；高中 ／ 中专 ＝ ４；大专及以上 ＝ ５ ２．３７７７ ０．９７５６

　 家庭结构 根据户主的年龄进行划分：青年家庭（ ２９ 岁及以下） ＝ １；中青年家

庭（３０ ～ ３９ 岁） ＝ ２；中年家庭（ ４０ ～ ４９ 岁） ＝ ３；中老年家庭（ ５０ ～ ５９

岁） ＝ ４；老年家庭（ ６０ 岁及以上） ＝ ５

３．７３２７ １．０２５２

农业生产能力

　 种植业收入比重 种植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０．１９６４ ０．２７４５

农户认知

　 是否了解农地流转政策 否 ＝ ０；是 ＝ １ ０．２４７３ ０．４３１８

　 是否确权颁证 农户是否拿到土地使用权证：否 ＝ ０；是 ＝ １ ０．２８１９ ０．４５０２

　 土地投资意愿 不愿意 ＝ ０；愿意 ＝ １ ０．７１４１ ０．４５２１

交易成本

　 农地流转价格了解程度 不了解 ＝ １；一般 ＝ ２；了解 ＝ ３ １．６５２９ ０．７３９２

　 谈判时间 不花费时间 ＝ １；较短时间 ＝ ２；较长时间 ＝ ３ １．５０２７ ０．６２９９

　 有无固定期限合约 否 ＝ ０；是 ＝ １ ０．５８３８ ０．４９３３

　 流转纠纷 用流转会不会产生纠纷表示：不会 ＝ １；不确定 ＝ ２；会 ＝ ３ １．９００３ ０．８３０１

其他变量

　 村庄发展潜力 村庄距离县城的实际距离（里） ３２．７６８６ １８．２９４８

　 村庄交通状况 村庄距离高速公路的实际距离（里） １７．７８９１ １５．８５３４

　 地区虚拟变量 是否位于甘肃省：否 ＝ ０；是 ＝ １ ０．５１４６ ０．５００１

工具变量

　 劳动力占比 用劳动力数量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表示生计能力 ０．６７２９ ０．１９６７

人力资本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０．４９３１＋非农就业人数占比∗０．２５３６＋劳动力

平均受教育程度∗０．２５３３

０．５２１０ ０．１３４２

自然资本 农地面积∗０．３７９９＋实际耕种面积∗０．２１５８＋有效灌溉度∗０．１８７５
＋耕地质量∗０．２１６８

０．１６６３ ０．１０１６

物质资本 房屋价值∗０． ４９０４ ＋农业机械价值∗０． １２５６ ＋耕牛 （ 驴） 价值∗

０．３８４０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３２９

金融资本 人均年收入∗０．３８２３＋从正规渠道贷款金额∗０．１１９１＋从非正规渠

道贷款金额∗０．１５６１＋可筹措资金情况∗０．３４２５

０．０６５３ ０．０５２９

社会资本 村集体公共事务参与情况∗０．１８７３＋拜年网∗０．３４９７＋人情消费∗

０．２４６７＋家庭年交通通讯费∗０．２１６３

０．１４１２ ０．０８７０

五、计量结果分析

（一）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决定因素

在运用 Ｓｔａｔａ１４ 软件对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 Ｄｏｕｂｌｅ Ｈｕｒｄｌｅ 模型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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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考虑到农地流转决策模型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故本文在双栏模型的第一阶段采用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第二阶段仍采用 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ｄ 回归模型。 从表 ３ 可以看出，Ｄｏｕｂｌｅ Ｈｕｒｄｌｅ 模型两阶段

估计的对数似然值之和为－４３６．２９６４，Ｔ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的对数似然值为－４７６．３３５４，两个似然比之

差为 ４０．０３９０，远大于 １％显著性水平的卡尔方临界值（ ２３．２０９３） ，表明 Ｄｏｕｂｌｅ Ｈｕｒｄｌｅ 模型的拟

合程度显著地优于 Ｔｏｂｉｔ 模型，即 Ｄｏｕｂｌｅ Ｈｕｒｄｌｅ 模型更适合于分析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诱因。
表 ３　 农地转出行为的 Ｄｏｕｂｌｅ Ｈｕｒｄｌｅ 模型

变量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ｄ 模型 Ｔｏｂｉｔ 参照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户主及家庭特征

　 户主文化程度 ０．０３９１ ０．０４９４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１７２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２２７

　 家庭结构 －０．０５１５ ０．０５３４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２９０ ０．０２１２

农业生产能力

　 种植业收入比重 （劳动力

占比）
３．２３４６∗∗∗ ０．５２３２ －０．１４１６∗∗ ０．０６１５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８０７

农户认知

　 是否了解农地流转 ０．０３５３ ０．１１１３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４８９

　 是否确权颁证 ０．１１７６ ０．１１３４ －０．０５３１ ０．０３９２ ０．０２０３ ０．０５２１

　 土地投资意愿 －０．１６３９∗ ０．０９４７ －０．０７０７∗∗ ０．０３１９ －０．１０５３∗∗ ０．０４５６

交易成本

　 农地流转价格了解程度 ０．１８０６∗∗∗ ０．０７０７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８２６∗∗∗ ０．０２７２

　 谈判时间 －０．１７９３∗ ０．１１７６ －０．０６３７∗ ０．０３３２ －０．２０７４∗∗∗ ０．０３６７

　 有无固定期限合约 ０．８４１６∗∗∗ ０．３１５５ －０．０５６５ ０．０４４４ ０．０５７３∗∗∗ ０．０４８３

　 流转纠纷 ０．１２７２∗∗ ０．０５４６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２６０

其他变量

　 村庄发展潜力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１２

　 村庄交通状况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３

　 地区虚拟变量 ０．３１３６∗∗ ０．１４４２ －０．１６２７∗∗∗ ０．０３７８ －０．１４６５∗∗∗ ０．０４９３

常数项 －１．４７９０∗∗∗ ０．３７８３ １．０１７９∗∗∗ ０．１２８３ －０．２７７２∗ ０．１６３８

观测值 ７５２ ３９１ ７５２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４２７．２６３２ －９．０３３２ －４７６．３３５４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０） ５７９．３３００ ６９．６９００ －－

Ｐｒｏｂ＞ ｃｈｉ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理论表明，家庭结构可能对农户农地流转产生非线性影

响，但在该模型引入家庭结构的平方项后，并未发现这种非线性的影响，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存在，本文删掉了家庭结构变量

的平方项。

１． 农业生产能力特征变量。 农业生产能力对农户农地转出决策、转出规模分别产生正向和

负向影响，前者在 １％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后者在 ５％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 农业生产能力高

的农户倾向于转出农地，这与预期推导相悖，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农业生产受到农产品价格“天花

板”和生产成本“地板砖”双重制约，农产品供求出现结构失衡、成本提高、农业生产利润空间骤

减等问题，农户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降低。 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农业生产能力高的农户倾向于向

兼业化、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转变，鉴于此，这部分农户倾向于将农地流转出去，但考虑到非农

就业的不稳定性，农业生产能力高的农户同时又希望通过农业收入平滑经济风险，相应农地转

出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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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农户认知特征变量。 土地投资意愿对农户农地转出决策、转出规模均产生了负向影响，
前者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后者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 一般情况下，愿意对

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农户旨在通过改善农田基础设施、种植高价值农作物等措施提高农业收

入，不倾向于转出土地，即使这部分农户选择转出农地，转出规模也较低，这与现实情况相符。
３． 交易成本特征变量。 （１）农地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出决策、转出规模均产生

了正向影响，前者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后者未通过检验。 这一结论的可能解释是对

农地流转价格了解程度高的农户在流转过程中信息搜寻成本低、面临的流转价格不确定性低、
谈判过程中的摩擦小，这部分农户转出农地流转的积极性高、转出规模大。 （ ２）谈判时间对农

户农地转出决策、转出规模均产生负向影响，二者均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谈判消

耗的时间越长，农户越不愿意转出农地，这可能是由于耗时较长的谈判不仅增加了农地转出户

的机会成本还产生了过多的谈判成本，使得农地转出价格与转出户的预期之间存在较大的偏

差，谈判时间越长的农户越不倾向于转出农地，即使转出农地其转出率也很低。 （ ３）是否有固

定期限合约对农户农地转出决策、转出规模分别产生正向和负向影响，前者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

下通过检验，后者未通过检验。 可能的原因是有固定期限合约对流转双方有较强的束缚力和法

律效力，能够促进农户转出土地；而后者与研究假说相悖，可能的原因是受传统差序格局理念的

影响，农户通常选择将大规模的高价值农地流转给有亲缘、地缘关系的需求方，且一般不签订有

固定期限的合约。 （４）流转纠纷对农户农地转出决策、转出规模分别产生正向和负向影响，均
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这一结果的可能解释是，在农业生产利润空间骤减的背景下，
农户经营农地的收益远小于农地流转价格，在现实利益面前，即使存在流转纠纷的可能性，农户

也会选择转出农地，但考虑到流转纠纷的存在会增加流转后的交易成本，农户通常选择转出小

规模的农地。
４． 其他变量。 （１）村庄交通状况对农户农地转出决策、转出规模分别产生正向和负向影

响，但前者影响不显著，后者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一般情况下，村庄交通条件好的

地区农地的市场价值高，农户转出的可能性高，但交通条件有优势的地区农地增值空间比较大，
农户转出规模小。 （ ２）地区虚拟变量对农户农地转出决策、转出规模分别产生正向和负向影

响，前者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后者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 这可能是由于甘肃

的天水市和定西市比宁夏固原市经济发达，农户非农就业机会较多，农户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参

与非农就业，但这部分农户的资产意识强，已将农地从资源演化成为资产。 虽然倾向转出土地，
但转出规模较小。

（二）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能力的影响

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能力影响的 ＯＬＳ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４ 所示①。 从表 ４ 可以看出：
１． 农地转出决策对农户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不显著，但对农户的自然资

本、物质资本分别产生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 换言之，如果其他条件给定，与未转出户相比，
转出户的自然资本增加 １．４７％，物质资本降低 ０．６２％，可能的解释为，灌溉条件好、土壤质量高

的农地农业生产价值高，其产生的保障和农业收入明显增多，农户往往将低价值的土地转出去，
继续耕种高价值的土地，故转出户的自然资本增加；农户转出农地后，由于耕种面积减少，相应

的进行农业生产的农业机械、耕牛（驴）等物质资本也会减少。
２． 农地转出规模对农户的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影响不显著，但对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

会资本影响显著。 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农户转出规模每提高 １％，相应的物质资本降低

１．０１％、金融资本降低 １．８３％、社会资本增加 ２．７３％。 随着农地转出户农地转出规模的增加，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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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对农业机械、耕牛（驴）的需求降低，物质资本降低。 同时，受制于近年来生产要素价格上涨、
人民币升值、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非农就业机会减少、收入降低，而转出规模大的农

户农地经营面积较少，土地所起的平滑作用降低，相应地降低了农户的金融资本。 通常情况下，
随着转出规模的增加，农户对非农就业的需求度也提高，因此需要构建紧密的社会网络来增加

其非农就业的获取途径，这相应地增加了农户的社会资本。
表 ４　 农地流转行为对生计能力的影响效应

被解释变量
转出决策 转出规模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人力资本 　 　 －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２４８

自然资本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５

物质资本 　 　 －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５０

金融资本 　 　 －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０９８

社会资本 　 　 －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１５９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 ７５２ 户农户调查数据，构建农地转出行为的微观经济模

型，该研究的出发点是期望全面了解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及其对农户生计能力的影响，因此本文

利用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个维度表示农户的生计能力，分别

分析了农户农地转出决策、转出规模对生计能力五个维度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农户农地转

出决策取决于农业生产能力、土地投资意愿、农地流转价格了解程度、谈判时间、有无固定期限

合约、流转纠纷和地区虚拟变量，而农户农地转出规模主要取决于农业生产能力、土地投资意

愿、谈判时间、流转纠纷和地区虚拟变量。 不难发现，农业生产能力、土地投资意愿、谈判时间、
流转纠纷和地区虚拟变量对农地流转的不同阶段均产生相应的影响，同时，本文还发现农户农

地转出决策对农户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农户农地转出规模对农户的物

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均产生显著的影响。
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为：第一，在“三权分置”的背景下切实保障农民的财产性收益，坚持农

业增收和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分类引导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市场，将束缚在农地上的低效劳动

力和土地释放出来，消除农地转出户的后顾之忧，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社会

适应性和竞争力，避免农地流转市场中出现逆向选择行为。 第二，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充分

发挥市场和政府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号传递、导向作用。 同时，在流转双方之间形成相对透

明的市场状态，以降低流转过程中各利益相关主体的交易成本。 第三，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区农

地转出户的现实情况，加快农地流转相应的制度保障建设力度，有针对性地对农地转出户提供

就业、金融方面的扶持措施，贯彻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理念，将农地转出户培育成新型

产业工人，切实提高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农地转出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缓解农地转出户

在新环境下的能力贫困问题，使农地流转成为农户减贫的契机，进而提高农地流转减贫的速度

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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